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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隋代造像的创新性和保守性

常青

主持人  徐翎  秦韵佳

美术学 FINE ART RESEARCH

本期［史学］栏目编排了常青的《论隋代造像的创新性和保守性》和程敏的《曾鲸肖像画

参酌西法新考》两文。常青在文章中梳理了佛教艺术造像中北方的东、西部地区对北齐、北周

传统风格的继承以及长安新风格对一些地区的影响，指示其中由于受到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而

发展出偏向女性化的新风尚并传播至唐代。程敏从历史史实细节处，从中国肖像画技法发展特

点以及比较同时期的西方绘画方法和中国主流人物画技法等角度，说明曾鲸的人物绘画确实参

酌了西法。她指出，自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将西方宗教绘画传入中国以来，工笔人物画即在

自身内在发展与外在需求的驱动下，开始了将西方古典绘画技法与中国画相结合的探索。［理

论］栏目里汪燕翎撰文分析了卜士礼和柯律格这两位相隔百年的汉学家和中国美术专家对待中

国美术的态度以及在历史时空中的互动，讨论“汉学”视野变迁下海外中国美术研究呈现的不同

面向。此文可参照本刊2019年第6期发表的陈蓓《跨越艺术史的界限：柯律格教授的物质文化研

究》及2020年第2期邵宏《美术翻译与英译“六法”》两文一起研读。［学人档案］中，刘佳梳理

导师朱铭教授的学术道路，指出他由美术实践转向美术史论研究及由美术史论研究转向设计史

论研究两次学术道路转向的深刻意涵，提示出他在中国设计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及意义。

内容摘要：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隋代造像上承南北朝传

统，下启唐代风格，全面性地开始展示佛教人物形象女性化

特征。首都长安是这种造像艺术的集散地，对其他地区产生

着影响。但因隋朝为期太短，在长安地区和北方的北周旧地

的很多造像依然保持着北周遗风；在北方的东部地区，北齐

风格也有相当的保留，与隋代新风格混杂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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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81年，北周宣帝（578年至579年在位）皇后之父杨

坚（541—604）迫使其外孙周静帝（579年至581年在位）退

位，代周建隋。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佛教及其艺

术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此后，南北朝时期南方重义理思辨、

北方重坐禅实践的修习，融会于首都长安，使二者都得到了

更好地发扬。同时，在新的大一统时代没有战乱的日子里，

人们关心自己的来世。于是，出现了许多为信徒们修习佛经

义理而造的建筑与造像。

在短短37年时间里，首都长安成为全国佛教及艺术的中

心，也是接受与创造新的造像样式的地区。皇室对佛教的大

力提倡，进一步推动着佛教及艺术的发展。长安的艺术家创

造出不同于南北朝的造像风格，着力展现佛教人物的优美型

体与姿态。这种新风尚与印度笈多艺术有关，而笈多艺术的

影响还可上溯至北齐与北周时期。但是，隋朝毕竟为期不

长，未能统一全中国的佛教艺术风格。不同地区的人们对旧

有传统风格与来自长安的新时代风尚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他

们对新旧风格的取舍程度。

目前对隋代造像中长安新风格的出现及影响论述不多。〔1〕

现存隋代佛教艺术作品主要是保存在山崖间的石窟与摩崖造

像、隋代寺院遗址出土的铜石造像、各地区传世的隋代铜石

造像等，分布遍及北方大部分省区。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隋代

窟龛造像研究成绩颇丰，基本勾画出隋代佛教艺术的分布图

卷。其中，2004年出版的韩国学者梁银景的专著《隋代佛教

窟龛研究》可谓集大成者，对前辈中外学者的隋代佛教艺术

研究做了系统性总结。她将所有现存隋代窟龛造像分为东西

两大区：东区包括长安以及长安以东的山西、河南、河北、

山东等地，以北齐故都邺城为中心；西区的重点是敦煌莫高

窟，包括甘肃、宁夏的一些石窟寺地点。通过对这些地区窟龛

造像的分期排比，她认为东西两区均接受了南北朝的因素，

是北周、北齐特点的融合，有的因素还影响到了唐初；而莫

高窟受两京（长安与洛阳）地区影响较大，这个观点主要来

自她对唐代文献中关于隋代长安寺院画题与莫高窟壁画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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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较，以及对莫高窟隋代联珠纹来源的研究。这些研究都

对我们全面认识隋代窟龛造像贡献巨大。

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首先，对现存隋代窟龛造像进

行分区，应考虑隋代以前的政治区划、现在已不存在的重要

寺院地点以及出土铜石造像的情况。在隋代以前，北齐与北

周基本以洛阳地区为界，长安为北周首都。从现存北周与北

齐窟龛造像风格来看，两地既有大时代的近似风格，又各具

特色。到了隋代，东西两地仍分别对北齐、北周风格有相当

的继承。因此，如要将隋代中原北方艺术划分为东西两区，

仍应以洛阳地区为界，而不应将原北周首都长安划至北齐文

化圈内。其次，莫高窟具体接受了两京地区的哪些影响，还

需更具体地说明，特别是针对来自洛阳的因素。在北齐与北

周东西对立时期，洛阳地区是两国进行拉锯战的战场，虽多

为北齐占领，但实为北齐的西部前沿边境。从龙门石窟现存

情况看，仅将北魏晚期开凿的药方洞续凿完成，并开凿了有

限的小龛而已〔2〕。因此，北齐、北周时代的洛阳没有多少佛

教根基。到了隋代，正如梁银景在其书中所述：在隋炀帝时

期洛阳才升格为东都，但不久即陷入动乱之中。〔3〕这样的

历史背景下实难在洛阳发展佛教艺术。事实上，洛阳地区最

大的窟龛造像地点—龙门石窟也只有三所隋代纪年龛像而

已。〔4〕因此，笔者难以想象隋代的洛阳地区会对莫高窟等地

隋代窟龛艺术产生多少影响。相反，长安一直是西魏与北周

的政治与宗教中心，隋代长安又是当之无愧的全国佛教及艺

术中心。我们不仅应重视文献中记载的当年的寺院壁画与莫

高窟画题的相似性，还应重视长安地区出土的铜石造像所反

映的隋都长安佛教艺术样式，以及这种样式所代表的旧传统

与隋代新风格特征。而这种新风格才是下启唐代造像风尚的

艺术形式。在本文中，笔者将先述长安隋代新旧风格造像，

再论述北方的东、西部地区对北齐、北周传统风格的继承，

以及长安新风格对一些地区的影响。

一、隋代长安的新、旧造像风格

隋代佛教的迅猛发展得力于杨坚对佛教的崇尚〔5〕。据文

献记载，杨坚自幼得神尼智仙相助，13岁之前长期住在同州

（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寺院中，这种经历对他的一生影响巨

大。仁寿年间（601—604），他命令史官编撰神尼传，命地方

官员建造一百多座佛塔，在塔内绘神尼像，以纪其功德。史书

记载了不少这些佛塔的神异情形，如郑州晋安寺塔之金佛等灵

异故事。〔6〕因此，越来越多的信徒热衷于佛教造像、建寺、

修塔、写经等功德活动。据唐代文献记载，仅杨坚执政时期，

隋代共造像106580尊。隋炀帝杨广（604年至618年在位）也

推重佛教。他领隋军平南陈时，曾命军队保护佛寺，命人收集

了不少南朝佛教艺术品带回长安。据记载，杨广执政时期共修

理旧像十万一千余尊，许多是在北周武帝灭佛时毁坏。此外，

在杨广时期，艺术家共造三千八百五十余件新像。〔7〕由此，

长安建成了新的佛教基地，开启佛教发展的新纪元。

隋代以前，北方僧侣注重习禅，与习禅相关的开窟造像

兴盛；南方僧侣侧重研习佛教义理、哲学。作为国际性的大

都市，长安城吸引了南、北方的学者与僧侣，形成了禅义共

修的局面。这也是隋朝佛教不同于前朝的特征，影响至后

世。在这种背景下，寺院经济得到很好地发展，足以供养寺

僧生活与佛事活动所需，并为在学派基础上形成宗派建立了

基础，也开始创造隋代佛教新风格造像。以优美窈窕身材为

特征的宗教人物造像风格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体现了印

度人的审美观。但在中国，以男性健美身材为特征的造像自

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一直主导着艺术界；隋代之前的北齐与北

周，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征仍是身躯呈直筒状的粗壮身材，如

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与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的北齐与北周石

窟造像。〔8〕另外，此时出现的人体写实性刻画以前在中国几

乎无迹可寻，显然与笈多艺术的多次传入有关，如见于长安

与天水麦积山石窟的北周造像以及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的北

齐造像。〔9〕隋代应该是这种审美风尚的中间站，是中国佛教

造像风格从欣赏男性体魄之美到女性窈窕之美的过渡。

目前，被学者公认的表现女性般形体美的隋代佛教造像

发现不少，而探讨这种造像风格，最具说服力的是有纪年的

造像，如隋代长安出土的一套金铜组合像可作为代表性作品

（图1）。1974年这套像在西安市雁塔区八里村出土，铭文曰：

“开皇四年（584年）七月十五日，宁远将军武强县承董钦敬

造弥陀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具闻正

法……”可知主像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或无量寿佛）是五、六世纪流行的佛教艺术题材，同类造

图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八里村出土的宁远将军武强县承董钦造金铜组合像  西安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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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见于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作品，也见于河南洛阳龙

门石窟的北魏窟龛。〔10〕除了二狮子外，五身主要造像均位于

一个带有围栏的坛上，为二菩萨与二力士胁侍一结跏趺坐阿

弥陀佛。佛坛正面做成壸门状，模仿中国传统床榻的造型。

但带有围栏的宝坛又可对应唐代西方净土变相图像中位于

往生莲池前的宝台，图像中佛与众胁侍像正位于这种宝台之

上。〔11〕因此，这组造像可视为《阿弥陀经变》的简化形式，

表现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主佛头顶有螺髻，但肉髻较低，明显

继承北周与北齐佛像低平肉髻的特点。与北周、北齐佛像直筒

状身躯不同，这尊阿弥陀佛像有着窈窕纤细的身材，面容清

秀，颈部较长，身穿传自印度的右袒式大衣，内有僧衹支，衣

纹有较强的写实感，展示了高超的雕塑与铸造技艺。主佛头

后有火焰形项光，身下莲花宝座；佛的大衣并没有像前朝佛

像那样披覆座前，此样式将被后代继承与发展。胁侍的观世

音与大势至菩萨像均有女性般的窈窕身段与秀丽面容，帔帛

随意地挂于双肘处，像是宫廷女官闲适的披挂方式，没有强

调宗教造像的程式化要求。香炉两侧，二力士继承了前朝的

一些特点，如忿怒相面容、菩萨装、结实有力的身躯等，但身

材更显窈窕，扭向主佛，应是女性化造像风尚影响所致。

另一件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于1915年从西安地区一寺院

移出后入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一尊石雕立姿观世音像

（图2）。该菩萨像有北周遗风：双肩披挂着复杂的长璎珞，

窈窕的身段也与西安地区出土的北周白石菩萨像相似，如西

安博物院藏西安汉城乡西查村出土的北周白石贴金画彩立菩

萨像。但波士顿的菩萨像腹部挺起，以强调女性般的身姿。

另一件在西安东部潼关出土的石雕菩萨像有简单的长璎珞自

其左肩垂下，显示出北周一些菩萨像的传统〔12〕。但它的头

部显大，更显细腰窈窕。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了

一件珍贵的夹纻干漆结跏坐佛像，与前述董钦造像中的主佛

相似，制作年代应为隋开皇年间（581—600）。头顶原有的

螺髻多已脱落，留下光滑的肉髻与发髻表面；身体比例和谐

自然，面相慈善，有女性般的窈窕身材与细腰。与董钦造像

主佛相比，这件干漆像的衣纹更有自然的写实感，表面以红

色、深红色涂染的田相袈裟图案是象征苦行僧的服装。与董

钦造像主佛相似，这尊干漆像也着有僧衹支；双手已佚，根

据双手的位置推测原应施禅定印。该佛可能是释迦或弥陀，

高超的制作技艺很可能来自隋代皇家的手工作坊，有可能是

皇家的资助项目之一。当然，此像也可能产自长安以外地

区，但非高官显贵或富贾资助莫属。无论事实为何，这件干

漆佛像所展示的毋庸置疑是以欣赏女性般优美身材为特点的

隋代长安造像新风尚。〔13〕无独有偶，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也

收藏了一件类似风格的夹纻干漆结跏趺坐佛像。〔14〕

如果说隋代造像新风尚是来自笈多的影响，那么这个影

响基础，即影响材料的来源应该是在北周时期就积淀了。这

个论点的实物证据就是上述开皇四年的董钦造金铜组合像。

开皇四年造像的成熟性，展示了这种新风格瓜熟蒂落的那一

刻。所以，探讨隋代新风格的笈多渊源，应该回溯到北周中

国与印度和西域的交往时期。

从现存北周造像身上我们能看到来自印度与中亚的影

响，古代文献亦能支持这一说法。北周一些立菩萨像有细腰

与宽胯的身材特点，且服饰刻画很薄，紧贴身体，以突出姿

态的优美，应与印度笈多朝艺术影响有关。〔15〕公元5世纪早

期，笈多的影响就进入了今甘肃地区，可见于永靖炳灵寺第

169窟S6的西方三圣塑像，时间为公元420年左右。到5世纪中

期，云冈石窟的菩萨像也呈现出笈多风格〔16〕。随着北魏孝文

帝推行汉化改制，汉式的秀骨清像风格逐渐取代笈多风格，

只有部分北魏晚期菩萨像还保持着优美身段，如龙门石窟古

阳洞正壁的二胁侍立菩萨像，虽然它们已着了汉式服饰〔17〕。

公元6世纪下半叶，在北中国的东方，佛与菩萨造像的体型又

重新表现出笈多式的人体之美，如1996年前后于山东青州龙

兴寺遗址发掘出土的一批北齐佛与菩萨像〔18〕。有趣的是，与

北齐基本同时期的北周也出现了这种笈多风格。宿白先生认

为：龙兴寺出土的优美的北齐佛教造像很可能来自笈多与中

亚的影响，或是自梁朝传来的笈多样式。〔19〕

历史文献提供了西方影响北周佛教的证据。隋代费长房

《历代三宝记》卷十是最早记录西僧前往北周、隋代长安译

经的文献。据此书卷可知，波头摩国三藏攘那跋陀罗于北周

明帝二年（558年）在长安旧城婆伽寺译有《五明合论》一

卷；武帝保定四年（564年）至天和六年（571年），中印度摩

伽陀国三藏阇那耶舍为宇文护在长安旧城四天王寺译有六部

图2 观音石雕像（15.254） 高249厘米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044 美术学  FINE ART RESEARCH 美术观察  ART OBSERVATION 总第295期

经共十七卷，他的弟子耶舍崛多与阇那崛多助其翻译；天和

年间（566—572），摩勒国僧达摩流支为大塜宰宇文护译《婆

罗门天文》二十卷。此外，北周武帝年间（560—578）还有

优婆国三藏耶舍崛多在长安四天王寺与归圣寺译经三部共八

卷，犍陀罗僧阇那崛多在长安四天王寺与益州龙渊寺译经四

部共五卷。《历代三宝记》卷十二里记载：

北天竺揵达国三藏法师阇那崛多，隋言至德译，又云佛

德，周明帝世武成年初，共同学耶舍崛多，随厥师主摩伽陀

国三藏禪师阇那耶舍，齎经入国。师徒同学悉习方言二十餘

年，崛多最善。同世在京及往蜀地，随处并皆宣译新经。〔20〕

据记载，阇那崛多在北周武帝毁灭佛教时被迫回国。开

皇四年，他再次来到长安，住大兴善寺，继续从事传译佛经

事业。在隋代长安城从事译经的印度僧人还有达摩笈多。

唐代文献提供了更多西僧在北周国的情况。唐道宣《续

高僧传》卷二说阇那崛多是犍陀罗人，27岁受戒，立志游方

弘法，经中亚的迦臂施国、厌怛国、渴罗盘陀国、吐谷浑

国、于阗，于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到达鄯州。在武成年间

到达长安，住草堂寺。“稍参京輦渐通华语，寻从本师胜名。

被明帝詔延入后园，共论佛法。殊礼别供，充诸禁中。……為

造四天王寺，听在居住。自兹已后乃翻新经。……传度梵文，

即《十一面观音》《金仙问经》等是也。会譙王宇文俭镇蜀，

復请同行，於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住龙渊寺。又翻《观

音偈佛语经》。”《续高僧传》卷一记载：“太建十一年二月，

有跋摩利三藏弟子慧哿者，本住中原。值周武灭法，避地归

陈。”因大乘佛教重视造像，西僧在传播佛教时多携带造像。

因此，上述印度僧人大有可能携带造像进入长安。

梁国也接受到西域各国的影响，有从印度传入造像的记

录。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记载：

荆州长沙寺瑞像者，东晋太元初见於州城北。行人异

之，试以刀击，乃金像也。长沙寺僧迎至寺。光上有梵书，

云育王所造。梁武闻迎至都，大放光明。及梁灭，迎上荆

州。至今见在。

《广弘明集》卷十五又记：

荆州大明寺檀优填王像者。梁武帝以天监元年梦见檀像

入国，乃诏募得八十人往天竺。至天监十年方还。及帝崩，

元帝於江陵即位，遣迎至荆都。后静陵侧立寺，因以安之。

另外，据唐姚思廉撰《梁书》卷五四，梁天监十八年

（519年），扶南国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续高僧传》卷二九

记梁武帝在丹阳龙光寺得优填王像。可见，由于北周与梁朝

密切往来，梁朝大有将笈多样式传入北周的可能性；同时，

笈多与中亚造像也有直接传入北周、隋代长安城的可能性。

隋代长安造像风格虽然是在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下形

成，却是与笈多艺术不尽相同的新风尚。笈多艺术追求的是

人体的身段美，在肩、腰、胯方面十分突出。相比之下，北

周造像与笈多风格更接近，而隋代长安造像的新风格在肩胯

比例上并不十分突出，更为修长窈窕，与隋代墓葬出土的女

陶俑和敦煌莫高窟隋代女供养人体形相似。

事实上，以女性化优美身材为特点的造像新风在隋代没有

成为主流样式。长安的许多造像仍然沿袭着宽肩圆胖体的北周

旧风格，如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开皇四年钳耳神猛造像碑上的佛

像。〔21〕同馆收藏的开皇六年（586年）石雕菩萨立像亦为头大

体短，身躯直筒状。〔22〕1985年西安市雁塔区隋代正觉寺遗址

出土的姚长华于大业五年（605年）造的立佛残像，身披北周流

行的通肩式大衣，更明显地突出了北周旧式的筒状身躯〔23〕。

在长安外围地区，很多隋代造像也表现为旧有的北周样

式与风格。例如，岐山县博物馆收藏了一尊开皇十二年（592

年）石雕释迦立像，1979年于该县五丈原出土，立像虽略显

身段，但头顶肉髻低平、面相丰满的特点仍为北周旧式。〔24〕

还有西安北部耀县药王山摩崖造像，始雕于隋代，盛于唐

代。〔25〕其中最大的一尊造像为隋代的倚坐菩萨像（图3）。

据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敬善寺区唐高宗时期题记，唐代的倚坐菩

萨像题材为弥勒〔26〕。相应，隋代的这尊造像亦为弥勒菩萨。

该像有北周菩萨像典型的筒状身躯与椭圆形面相，只是身上

的长璎珞相对简单，只有自双肩处垂下的一条，在双膝部位绕

作一圆环。这种璎珞披挂方式与潼关发现的隋代石雕立菩萨

像相同。另外，菩萨像服饰轻薄贴体，衣纹刻画写实感不强，

也是前朝遗风。这件造像风格可以说明艺术家在面对隋代新

风格与北周旧有传统时的取舍。但在更多情况下，即使是思想

保守的艺术家，也会不自觉地接受时代新风，这也是我们能把

一些无纪年造像制作年代断为隋代而不是北周的原因。

不论是新风格，还是旧样式，艺术家与赞助者的审美观

并不能完全代表民族性。在隋代，自四世纪以前入侵中原的

五胡已接受了汉族文化与习俗，大多融入汉族。考察全中国

范围内的隋代造像，服饰表现为三种：汉式的褒衣博带，传

自印度的右袒或通肩式大衣。三种佛装并存，可证隋朝正是

这种集多民族文化于一身的起始朝代，表现出强大的精神魄

力。除了前文提到的为数众多的隋代单体造像，隋人还在陕

西、宁夏、甘肃、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开凿了大量

的石窟寺与摩崖造像，分述如下。

二、北齐旧地的隋代造像

在北齐旧地中心区域之一的别都晋阳（今山西太原）一

带，东魏开凿的天龙山石窟在隋代仍颇活跃。据现存铭文题

记，天龙山第8窟完成于开皇四年（584年），有前后两室。

窟外前壁雕有汉民族传统的屋檐，有立柱支撑横枋、斗拱与

屋檐，是北魏以来的传统。后室后、左、右三壁间各开一大

龛，窟顶做成覆斗式。这种传统的佛殿窟建筑结构，还见于

同址的东魏与北齐洞窟。〔27〕第8窟的不同之处是后室中心有

一平面方形的塔柱，连通着地面与窟顶。在塔柱的每面均开

龛造像，龛表有宝帐装饰，形制与河南巩县大力山石窟第1

窟相似〔28〕。可以看出，天龙山第8窟综合了两种传统洞窟形

制：为修禅的中心柱窟与为讲解佛经义理使用的佛殿窟。它

很好地阐释了隋代佛教“禅义均弘”的特点。同时，第8窟中

的坐佛像表现为北齐的传统风格，低平肉髻，身躯丰满呈直

筒状，双肩较宽，充满力度。这些佛像身著质地轻薄的褒衣

博带式大衣，右肩处有覆肩衣从背部披下，是以龙门石窟宾

阳中洞主佛为代表的北魏晚期样式〔29〕。大衣紧贴身体，衣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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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简单，没有写实感。大衣的衣摆没有覆盖宝座前部，是

北齐样式，见于河北邯郸南响堂山石窟第1窟佛像〔30〕。第8窟

的菩萨像帔帛与长璎珞均自双肩处披下，并在腹前穿一环，

有直筒状身躯，但略显细腰，身段较北齐菩萨像窈窕一些。

总体来看，隋代的天龙山艺术家仍然遵循着北齐响堂山石窟

的部分传统，只是将北齐石窟佛像流行的印度通肩式佛装改

为汉化佛装。这并不意味着隋代天龙山艺术家比前代更加保

守，只是表明他们对佛装的不同选择而已。

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窟完成于隋开皇九年（589

年）。据窟内题记，该窟为高僧灵裕（517—605）开凿，而

灵裕在唐人著述中有传〔31〕。窟外立面有二护法神王浮雕，

左为迦毗罗神王，右为那罗延神王。二神王均戴盔披甲，手

持兵器，很可能参照了北齐或隋代武将的装束。它们均将身

体略扭向窟门一侧，护持守护窟门的职责。在中国佛教美术

史上，题记为这两位神王守卫窟门的仅此一例。该窟为方形

平面的覆斗顶窟，在后、左、右三壁间各开一大龛，为传统

佛殿窟形制。各龛内以一结跏趺坐佛像为主尊，以二立菩萨

或一菩萨一弟子为胁侍。根据洞窟题记，主尊为卢舍那、弥

勒、阿弥陀三佛。该窟为僧侣们的禅修服务，也寄托了信徒

来世托生佛教净土的美好愿望，因为这三身佛像是三处佛教

净土世界的教主。此外根据题记，窟内还有十方世界三十五

佛题材，及七佛题材，即过去六佛与现在佛释迦牟尼。所有

造像均继承北齐宽肩、胖体的筒装身材特征，服装质地轻

薄，衣纹刻画简单，没有写实感。〔32〕河南沁阳悬谷山太平寺

第2窟开凿于隋仁寿年间（601—604），为在后、左、右三壁

各开一龛的三佛窟，布局与大住圣窟相似。窟内佛与菩萨像

主要继承北齐风格，以筒状身躯为主，腰部较细，略显窈窕

身姿；身表衣纹刻画简单。〔33〕

大住圣窟的前壁东侧有一种隋代新出现的题材—从释

迦牟尼处传承佛法的二十四位祖师像。在二十四祖师中，以

佛弟子迦叶居首，阿难第二。第二十四位为师子尊者（？—

259），中印度人，主要活动于中亚的克什米尔地区。为彰表

北魏佛法的源远流长，公元462年，沙门统昙矅与西域三藏吉

迦夜编译了一部佛教史书《付法藏因缘传》，中述二十五位

祖师自释迦处代代传播佛法，第二十五位为师子。大住圣窟

的二十四祖师像应来自这二十五祖，或因构图缘故配为十二

对，并以汉文标注每位祖师之名，以纪其功德。这些历史上

的佛教僧人实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隋代艺术家跨越时空将

其配对，让他们面对面而坐，如同彼此间正讨论佛法，向观

者介绍佛法传承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沁阳悬谷山太平寺第2

窟内四壁壁脚共雕刻二十五身立像，据榜题可知为二十五尊

传法祖师像，完整地表达了这个题材。有趣的是，这二十五

身像中有菩萨装者，表明有些祖师在信徒心中的地位如同菩

萨。〔34〕入唐以后，禅宗僧人将二十五位传法罗汉视为祖师，

发展为二十九祖，并绘制雕刻他们的形象。〔35〕以减地阴刻

的浅浮雕技法表现人物形象，是汉代以来的传统。大住圣窟

二十四位祖师像均剔掉背景，以阴刻线表现人物的细节特

征。另外，所有罗汉均貌似中国僧人，很明显，艺术家使用

中国僧人的形象来表现这些印度高僧，这样做可以给中国信

徒带来亲切感，以吸引更多人昄依佛门。

与山西、河南的发现不同，河北的隋代造像表现出明显

的长安影响因素。发现于20世纪早期河北赵县的一套金铜造

像，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即有典型的隋代造像新风

格。据其铭文题记，这组像由范氏家族出资铸造于开皇十三

年（593年）。这组造像的总体风格与前述开皇四年董钦造像

有相似之处，只是范氏像主佛于胸前系一带，表现为印度右

袒装与汉式褒衣博带装的结合形式，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不

多见。与董钦像二菩萨相似，范氏像的二胁侍立菩萨也具有

窈窕身材，直立，没有扭动身体。二力士也与董钦像力士相

似，比例略小一些，扭动着身体。此二力士头部更显大，与

北齐力士像更接近一些。不同于董钦像，范氏像主佛还有二

弟子与二辟支佛胁侍，四像均著僧装，辟支佛头顶有螺形发

髻，与现存最早的龙门石窟北魏晚期开凿的路洞门券处浮雕

辟支佛基本一致〔36〕。同样，在甘肃天水麦积山的北魏晚期石

窟中也能见到辟支佛形象〔37〕。北齐造立辟支佛像可见于六世

纪下半叶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38〕。与董钦像相比，范氏像

更多表现出西方净土信仰。主佛身后有两株娑罗树，树冠上

图3 陕西耀县药王山摩崖倚坐菩萨像  高318厘米  王保平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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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在上沿呈三角形排列的七朵花之上各有一尊小坐佛，

即七佛题材。有三身飞天从两树上部俯冲而下，同执一件璎

珞奉向主佛，以烘托西方净土世界的欢乐气氛。

河北还发现了其他具有长安新风格的隋代造像。1953年河

北曲阳出土的一大批白石造像中，有48件隋代纪年造像〔39〕。

一件开皇五年（585年）造的小型造像表现为一尊立姿弥勒佛

与二胁侍菩萨，三像均具有女性般的窈窕身段，完全脱离了

北齐特有的筒状身躯风范。另一件小型造像造于开皇十一年

（591年），为立姿弥陀佛与二弟子，此三像也表现女性般的

窈窕身材，主佛有圆肩、细腰、宽胯的特点。还有同址出土

的另一件白石坐佛像，有质地轻薄的大衣紧贴身体，衬托出

了佛的优雅姿态〔40〕。河北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隋代白石立

佛像造于开皇五年（图4），具有椭圆形面相，双肩略窄，细

腰，体现着窈窕与优雅的举止。与别的佛像相比，这尊大型

立佛像更多地展示了人性，具有中年女性的慈善神情与佛的

神性仪表。与前述两套隋代金铜造像不同，上述四件白石造

像主佛均著汉式褒衣博带装，但无长带系于胸前。虽然服装

有所不同，艺术风格却与两套金铜造像具有相似之处，可见

长安与河北之间的密切关联。

山东现存隋代造像集中发现于济南与青州两地。济南南

部地区保存了一些隋代纪年摩崖造像，其中隋代开凿的长清

县莲花洞后壁雕有一尊坐佛，旁边胁侍二弟子、二菩萨像。

主佛面相长圆，身躯较显窈窕，仍较多地保留着北齐筒状身

躯遗风。该佛身著褒衣博带式大衣，但在左肩处以带系一袈

裟，是隋代出现的新式佛装。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约

造于隋代的立佛像著有类似的袈裟〔41〕。另外，济南历城神通

寺千佛崖唐显庆二年（657年）雕造的倚坐弥勒像也系此种袈

裟，可知这种佛装曾在六至七世纪的山东地区流行。〔42〕类似

的袈裟还见于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中的隋代造像〔43〕，以及

龙门石窟宾阳南洞约造于唐太宗时期的主佛像。后者由长安

前往东都洛阳的魏王李泰及一批皇亲官员出资雕造。〔44〕这或

可说明著这种样式自长安地区带到洛阳，只是目前还没有在

长安地区发现相同之例。济南历城青铜山石窟中的大型结跏

趺坐佛像表现为筒状身躯的北齐风格，它虽着印度通肩式大

衣，但大衣开领较低，可见僧衹支，胸前束带。〔45〕这种佛装

在山东并不流行，在北周造像中发现较多，很可能是在隋代

从北周故地传至山东，长安更可能是其渊源。

青州驼山与云门山石窟中的隋代造像可见更多北齐风格。

驼山石窟共有五窟与一些摩崖造像龛。第3窟中有一尊大型阿

弥陀佛像，有二立菩萨胁侍，其中观世音居左，大势至在右，

表达往生西方净土的向往。（图5）主尊身躯呈直筒状，头顶有

低平肉髻，均为北齐旧有风格；身穿褒衣博带式大衣，右手施

无畏印，也是北朝旧式。观世音与大势至像承自北齐的筒状身

材作法，但比一般北齐菩萨像腰部较细一些，略显窈窕。二菩

萨自右肩处披挂长璎珞，见于潼关发现的隋代立菩萨像，似乎

在说明一种传自西部首都地区的图像样式〔46〕。窟的后壁雕有

众小佛像，似为千佛题材。在主佛座前，有铭文题记“大像主

青州总管柱国平桑公”。这位平桑公即为曾任青、荆二州总管

的平桑郡公韦操，事北周与隋两代，死于青州总管任上。〔47〕

因此，驼山第3窟应开凿于隋文帝执政早期。驼山第2窟造像

也以阿弥陀三尊为主，并有千佛浮雕于后壁，风格与第3窟相

似，应造于同一时期。因此，第2窟的资助者可能也是韦操，

或是与青州总管府有关系的某位高级官员。第2窟主佛像著褒

衣博带式大衣，自左肩处系有袈裟，此式佛装与长清莲花洞主

佛的服装相同。青州云门山石窟共有三窟与两大龛，以及一则

隋文帝年间的铭文题记。第2龛主尊原为阿弥陀佛像〔48〕，已

佚，现存龛内的二胁侍立菩萨像风格类似于驼山第2、3窟中

的菩萨像，有可能是由来自同一地区的同一组雕工完成。他

们秉持了旧的风格样式以及对来自长安地区新风格的部分接

受，故而在山东地区既能看到北齐遗风，也能看到来自长安

的新风格。这在山东地区隋代造像身上较为普遍。

三、北周旧地丝路沿线的隋代石窟造像

在甘肃省的丝路沿线还保存着许多隋代石窟，反映了

北周旧地长安以外地区的隋代佛教艺术面貌，且内容极为

丰富，极大地补充了隋代长安的艺术内容。仁寿四年（604

年），隋文帝下令各州造立佛塔，天水麦积山僧众在石窟所在

地造了一座佛塔，还开凿了一些新洞窟与造像龛。总体来看，

隋代的麦积山所开新洞窟多为佛殿窟，继承着前朝传统，有方

形平面与覆斗顶。第5窟为隋代麦积山的代表作，在窟门两侧

各开一大龛，门外右侧有一身天王像守护窟门。天王脚踩一

牛，留着长须，头戴冠，身披铠甲，大眼，直筒状魁梧身材，

展示着这位天神的力度。麦积山的隋代菩萨像有更多长安新图4 出自河北省曲阳县韩崔村崇光寺的白石立佛像  高578厘米  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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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影响，表现为窈窕的身段与秀美的容貌，颇具女性魅

力，如第37窟彩塑立菩萨像。人物写实的表现手法与恰当的比

例展现了艺术家们的高超技艺。与之相似的还有永靖炳灵寺

第8窟。这些坐佛像着右袒式大衣，自左肩处系一袈裟〔49〕，

与前述着袈裟的隋代山东佛像样式相近。目前还未在西安地

区的隋代造像中发现这种服饰，不知当年长安是否有过。

最为丰富的隋代佛教艺术保存在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

窟第302、305、282窟分别有隋开皇四年（584年）、开皇五年

（585年）、大业九年（613年）的墨书开窟发愿记。敦煌研

究院的学者根据这些年代学资料，确定了101所隋代的洞窟，

并运用考古学方法排比研究，将这些洞窟分为早、中、晚三

期，于1984年发表了研究成果《莫高窟隋代石窟分期》〔50〕。

这三期中，早期的洞窟属于北周至隋之间，晚期的洞窟开凿时

间为隋末至唐初，中期则真正代表了隋代的艺术风格。这些隋

代洞窟内保存有当年制作的彩塑与壁画，平均一年开凿两所半

洞窟。实际上，巨大的洞窟几乎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这些均

说明了隋代莫高窟佛教艺术活动的繁荣。〔51〕有几座大型的中

心柱窟具有前后两室，如第427窟，在前室安置大型的天王与

力士像，以守护窟门；后室中部有一平面方形的中心柱，直通

窟顶。在中心柱的左、右、背面各开一龛，龛内造像。在中心

柱的正面不开龛，而是直接贴壁塑制大型立佛像与二胁侍菩萨

像，高度在三至四米。同时，另有二组相近体量的立佛与二菩

萨像被安置在后室的左右两壁，三组大像组成三世佛题材。在

中心柱的前面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空间，可用于教众聚会。这样

的窟内空间实际上结合了中心柱窟与佛殿窟的功能，即结合

了坐禅与研讨义理的修习，是隋代佛教的新气象。

从莫高窟窟形总体情况分析，研习义理应是此地隋代

僧众的主要修习方式。中心柱窟形如第302窟，将中心柱体

上部表现为须弥山，由莲台与四条中国传统样式的龙形承

托；柱体中部柱身与下部基座平面呈方形，在柱身四面各开

一小龛，龛内造像。呈倒锥形的须弥山表面有六层浮塑小坐

佛像，象征居住在山上的诸佛。这种形制洞窟是讲解佛教教

义的极佳场所。有些仿中心柱窟的洞窟的主要功能仍然是佛

殿或讲堂。它们的中心柱只有基座与柱身，没有上部的须弥

山形；或只是模仿中心柱窟形，但却没有中心柱。很明显，

这些洞窟并非用作礼拜与修禅，更适合用做佛殿或讲堂。实

际上莫高窟的隋代洞窟中，佛殿形制占主导地位，一般继承

北周旧式，具有方形平面、覆斗顶。一些小型佛殿窟只在后

壁开一所大龛，龛内造像；还有一些佛殿窟则在后、左、右

三壁各开一大龛，龛内造像。这些窟形大多承自前朝，如第

420窟。佛殿窟是汉式窟形，并无印度与中亚原型。窟内的彩

塑主要为讲经说法服务，也可用以礼拜。这种彩塑的功能可

被一些窟内壁画功能所证明。与佛传、本生题材不同，隋代

壁画多表现佛会图以及经变画，如《法华经变》《阿弥陀经

变》《维摩诘经变》等，与首都长安地区的影响有关。〔52〕在

这种洞窟里，修习佛经与佛法的活动直接与人们的往生净土

愿望相关联，以后将被唐代佛教界所继承。与前朝相比，隋

代佛教界似乎更希望为人们提供一种快速成佛之路。

在莫高窟隋代早期的洞窟中，彩塑人物一般表现为北周

风格的筒状身躯、头部显大、宽肩、短腿，显然长安风格传入

西北偏远小城还需要时日。到了隋代晚期，莫高窟的多数彩塑

人物都具有优美的女性体态特征，削肩、细腰，有着窈窕、修

长的身段（图6）。塑像表面施以各种色彩，如自然的肤色、

多彩的冠饰与服装。菩萨像更加具有女性特征，有着秀丽的面

容和柔美的身姿。有的菩萨像微曲一腿，自然而悠闲地将身体

倾向主尊佛像，如女性般温婉优雅的举止。隋代，在莫高窟与

长安，遥远的两地表现出的艺术风格相似性，说明了时代风尚

的模样。这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高峰期在唐代来临的曙光。

图5 山东青州驼山石窟第3窟阿弥陀佛三尊像

图6 敦煌莫高窟第427窟中心柱前壁立佛三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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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佛教造像类似的形体之美在前朝已有一些先例，但隋

代是全面性开始显示出佛教人物形象女性化的时代。隋朝首都

长安是这一风格特征的造像艺术集散地，对其他地区产生着影

响，也开启了唐风佛教艺术的先河。隋代的这种新风尚应与进

一步引入重在表现人体优美写实造型的印度笈多艺术的影响

与自身的再创作有关。但因隋朝为期太短，没能统一全国各地

的艺术风格。因此，长安地区及北方的北周旧地，同时仍然流

行着北周风格；同时在东部地区，北齐风格也有相当程度的保

留。而隋代长安的新样式因为没能对各地区产生普遍与深入的

影响，还不是一种成熟的模式，而将之留给了唐代去完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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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物》1991年第1期，第32—55页；《天龙山石窟》，科学出

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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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鲸肖像画参酌西法”新考

程敏

内容摘要：明末肖像画家曾鲸是否受到了西洋画法的影响一

直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用具体详实的资料，

从曾鲸所处时代的历史史实、中国肖像画技法发展特点、同

时期的西方绘画方法、曾鲸绘画中是否运用了西方成角透视

等角度来论述说明曾鲸确实参酌了西法。同时指出，自明末

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将西方宗教绘画传入中国以来，工笔人物

画即在自身内在发展与外在需求的驱动下，开始了将西方古

典绘画技法与中国画相结合的探索。

关键词：曾鲸  波臣派  利玛窦  中国肖像画  中西结合  明人肖像

明朝中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增加。绘画上，

兼具欣赏与纪念性的肖像画越来越受到欢迎，不仅帝王贵族

文人阶层需要，市民阶层也有普遍需求，肖像画的创作与流

通进入繁荣时期，终于在明末清初产生了名家和流派。曾鲸

（1564—1647），字波臣，福建莆田人，长期侨居南京〔1〕。

其独创“墨骨画法”，所绘人物生动逼真，把中国肖像画状物

写真的能力提高到全新高度，万历年间名重天下。时人姜绍

书〔2〕在《无声诗史》中赞其“写照如灯取影，妙得神情，其

傅色淹润，点睛生动，虽存褚素，盼睐嚬笑，咄咄逼真，虽周

昉之貌赵郎不是过也”。清代王彬修《海盐县志》中说他“开

辟门庭，前无古人也”。追随曾鲸学画的人众多，形成明末清

初影响巨大的“波臣派”，甚至影响到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

由于曾鲸所绘肖像与传统肖像画有明显不同，并且他的生

活年代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时间有重合，因此，关于他

的绘画是否受到西洋画法的影响就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

问题。对此，早期的美术史学家大都持肯定态度。1926年，日

本美术史教授大村西崖〔3〕在其所著《中国美术史》中言道：

“万历十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来明，画亦优，能写耶

稣圣母像，曾波臣乃折中其法。”陈师曾在《中国绘画史》中

亦云：“传神一派，至波臣乃出一新机轴。其法重墨骨，而后

傅彩晕染，乃至数十层，其受西洋画法之影响可知。”郑午昌

在《中国画学全史》中写：“曾波臣首先其法（指西法），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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